
然。现实世界好，死亡世界不好? 好像也不尽然。
余华的叙述是朦胧模糊而又含混的，而写作《第
七天》的余华的思想无疑也是含混的。从《第七
天》中我们很难看得出余华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
向，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朦胧模糊的文本。
叙述上与思想上的含混、暧昧，真实世界与虚

幻世界的交织缠绕、变奏转换，让《第七天》既没
有写出现代社会中生无处可逃，生在夹缝中，处在

苦难里的生存尴尬，也没有写出死无葬身之地的

深沉悲哀。《第七天》既没有很好地展现出当代
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又没有很好地写出虚幻世

界的幻象与美好。最后《第七天》本身也变成了
一个尴尬的存在。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余
华曾写道:“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源于和现实的
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
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到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

己变得纯粹。”《第七天》与现实的关系也是紧张
的，余华想写虚幻却又放不下对现实的敏感，想写

真实又很难完全放开手脚。写作《第七天》的余
华是尴尬的、紧张的、分裂的。他一方面敏感于现
代社会的现状，对其产生不满与怀疑，另一方面他

又并不认为所谓的虚幻世界是美好的。
《第七天》腰封上的两段话很好地反应了余
华的写作尴尬。余华说: “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
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
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

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又
说“与现实的荒诞性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
见大巫”。写作《第七天》的余华是焦灼的，面对
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他既敏感又无奈，社会现状

姿态万千，洋相百出，贫瘠与富足共存，悲剧与喜

剧并在。社会问题万千，即便是百科全书，电视直
录表现出的也只是社会的一角。《第七天》即使
采用压缩叙事空间，采取“新闻串烧”式的写作，
展现出的也不过是社会的一隅，余华是无奈的。
对于《第七天》中“新闻串烧”式的写作我们

很难说是余华的取巧。但是《第七天》借用了大
量的新闻事件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社会的
发展，太多的信息被汇聚，被放大，也被缩小，新闻

事件铺天盖地。怎么取舍，新闻材料怎么应用便
成了问题。新闻材料并不是不能用于作家写作

中，但是对于作家而言社会体验和社会经验也很

重要，新闻报道不应该代替作家的社会经验与社

会体验，毕竟，网络新闻不等同于作家的现实经

验。把新闻报道当作社会经验的写作无疑是危
险的。
把当下的社会问题沉潜含玩，提炼成永恒的

命题才是当下作家应该做的，也是余华这样的作

家应该做的。急匆匆地拥抱当下、拥抱社会现实，
着眼于现实与技法的作品也许红得了一时，但想

要成为穿越时空的经典，无疑是很难的。但无论
如何，《第七天》在字里行间也体现了余华作为一
个作家的良知、真诚与责任，对社会阵痛的展览也
未必不能引起疗救。更何况，《第七天》为余华今
后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倾向性与可能性，因此，对

余华的下一部作品，我不无期待。

时代寓言与“叙述”的后现代

———从余华的小说《兄弟》说起

徐 勇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

看过小说《兄弟》( 余华) 的读者，大概很少无
动于衷于小说中夸张、滑稽、搞笑的场面描写以及
放肆的语言暴力，而对于许多严肃的批评家或那

些对余华有所期待的读者，则可能大失所望。实
际情况却是，越是专业的批评和善意的讽刺，越是

促成了小说销量的直线飚升，这既出人意料之外

也在意料之中。无独有偶的是，在此之前有一个
叫做“馒头事件”的，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其
内容无非是对陈凯歌拍摄的电影《无极》的恶意
讽刺和肆意歪曲，但这种恶搞似乎并没有给陈凯

歌带来什么损失，反而使得电影票房持续上涨。
这里把电影《无极》和《兄弟》放在一起，或许

不伦不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背后有很多值得

注意的问题。首先是这两个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乃至 90 年代初一直都是把自己视为精英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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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坚持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创作，而到了 90
年代以来，似乎很默契似的，他们又都开始了某种

转向，虽然其中的转向不尽一致。陈凯歌作为一
个电影人，对市场的转向似乎更彻底。而余华作
为作家，因为书写媒介的不同，或其他原因，在进

入到 90 年代，则开始了从先锋到传统的某种程度
的回归，先后写下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
被广为称赞的作品。在写下了这些作品之后，有
几年时间没有余华的身影，一旦重新复出，自然使

很多人对他有很大的期待: 这几年“磨”出来的所
为何物? 但结果却让人们普遍失望。究其实，这
种失望某种程度上源自于人们的某种“期待视
野”:即倾向于把复出的《兄弟》视为《活着》等小
说的延续和拓展，如此数年的打磨之后，理所当然

要有更高的超越了。从这个角度看，《兄弟》确乎
表现出了某种退步，尤其是下部与上部的不协调，

被人们看做是余华难以为继、力不从心的表现:
看，这就是写出了《活着》之后的余华，他再也超
越不了自己!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余华的小说

创作放在 90 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来看，特别是与彼
时陈凯歌拍摄的电影《无极》比较，我们就会发现
这其中若隐若现的联系之处: 这都是一种市场经

济背景下的商业创作潮流，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

化创作。其被专业评价家的热骂与市场效应的高
涨所形成的悖论，就像“馒头事件”表现出的恶意
嘲讽反而助长了电影票房一样，这些现象只有放

在大众文化的角度才能得到较好而公允的解读。

二

“馒头事件”被看成是大众文化潮流中的一
种后现代现象，小说《兄弟》的出版又何其不然
呢? 我们说余华的小说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特征，

并不是说余华有意要用一种后现代理论进行创

作，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小说《兄弟》创造了一
个想象世界———刘镇，这个刘镇成了一个象征，而
这种象征恰与当前社会的后现代语境不谋而合且

互为指涉。小说里有一个关键的景象就是刘镇人
眼里的“看”的动作，看李光头，看林红，看傻子，
看选美，甚至看一切; 而这“看”的过程和动作恰
好就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大众文化现象，用术

语说就是“凝视”或对“图像”的观赏。与自“五

四”以来鲁迅所开创的通过看与被看的模式表现
的启蒙主题很不相同，在这里看与被看，甚至连看

本身都成了被看的对象。一切都成了被看的对
象，也就无所谓意义或国民性等问题。一切都成
了观赏成了消费的对象，所以李光头才会肆无忌

惮，才会目中无人，而刘镇也乐于去看。李光头的
一切都是为了被看而存在，他偷看林红的屁股并

大张旗鼓地追求，他在街上肆无忌惮地教训刘作

家，他在镇政府门前摆放了成堆成堆的垃圾，更有

甚者的是在刘镇举行了所谓选美等等一系列的举

动，都是为了被看，并在这被看中获得乐趣和利

益，就像他自己说的要成为一根“骨头”，就是为
了吸引别人的注意。
就在这“看”的视景中，小说展开了它的后现

代叙述风格，举凡当代中国的各种离奇的逸闻如

垃圾买卖、选美、人造处女膜、丰胸等千奇百怪的
事情都在刘镇粉墨登场，而叙述者也乘机对这些

进行了肆意的嘲讽，如刘镇两大作家的虚伪和狂

妄，镇上居民对日本垃圾西服的崇拜，选美大赛背

后的龌龊等等。正是在这“看”的视景中，各类景
象尽情地展现着自身。景象的纷乱，对应着“看”
与“被看”的目光的迷离或迷乱。这就有点像后
现代社会中的“拼帖”现象，而小说正是通过这种
“拼贴”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幻象: 俨然刘镇就是一
部中国当代的浮世图。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
是小说多次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的“我们刘镇”。
如果从小说修辞的角度看，这只是一种作者的修

辞策略，即所谓制造真实情境的似真效果。但如
果从小说的叙述以及后现代角度看，这充其量是

一种真实的幻觉，因为文本充满的是各种景象的

“拼贴”，叙述者正是在这似真非真的景象中展开
了他的文本的游戏和欲望叙述。这种景象与后现
代理论家博德里拉的“类象”概念和居伊·德波
的“景观”概念很相象;在“类象”中一切真实与非
真实的区分已经被打破(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
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北京: 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4 年，第 154 页) ，而“景观”中一切景象
也都“主要体现为被展现的图景性”(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序
第 10 页) ，我们这里使用“类象”或“景观”概念突
出的正是小说叙述当中对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界限

45



的打破。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有一
个重要的背景，即现代社会的高度生产和消费状

况;当这一切都成消费或被观赏的对象，就如小说

中的刘镇，这时就像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所
说的:“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生活本身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我们已经
进入到了一种被称做景观社会的阶段，在这种时

候，“景观是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这时
又必然会产生一种“分离”: 景观通过伪造现实把
现实变成景观，而又使得景观成为最终的目标，

“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 － 4 页) ，在这个时候再去谈论意义已经显得无
足轻重了。这种把现实平面化为景观的结果使我
们自然想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

各种途径，如拼贴等，通过把社会生活景观化或图

象化，使得当意义最后都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时，也

就无所谓意义或本质了。
拼贴( collage) 即把各种差异性因素组织在一

个文本的平面上，这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文本的一

种制作方式。雅克·德里达说: “在拼贴手法的
过程中，以直接、大量的引用法与替代法，把原作
置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之内。”艺术家“引用的
各个元素，打破了单线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逼得

我们非做双重注释或解读不可: 一重是解读我们

所看见的个别碎片与其原初‘上下文’之间的关
系;另一重是碎片与碎片是如何被重新组成一个

整体，一个完全不同形态的统一。……每一个
‘记号’都可以引用进来，只要加上引号即可。如
此这般，便可以打破所有上下文的限制，同时，也

不断产生无穷的新的上下文，以一种无止无尽的

方式与态度发展下去”( 德里达《后批评之目的》，
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
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802 页) 。
从这里可以看出，拼贴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首

先，理解拼贴必须联系其中各种差异性因素的

“原初‘上下文’”，也就是说必须在新的文本与
“原初‘上下文’”之间建立某种关联; 其次，这种
不同的差异性因素通过“加上引号”被置入一个
新的“全然陌生的环境之内”，同时又产生了“新
的上下文”，我们理解这种拼贴最终还是要立足

于这种新的上下文。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解读余华
的《兄弟》，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典型的后现代艺术
文本特征。我们不用论证就能知道像《兄弟》中
的各种奇异的事情，特别是下部中的，像垃圾买

卖、选美、人造处女膜、丰胸、阴茎增强术等这些显
然是我们当今媒体以及网络中经常出现的“景
象”，通过这些因素在小说中的“闪现”使我们感
受到“时下”社会迷乱的状况，这些都与新的经济
时代的到来相伴随; 但同时小说又被植入很多

“文革”前后的各种趋于极端的“景象”，如偷看女
厕所被淹死、贩卖屁股理论、“文革”中的血腥场
面以及人心的被异化等等，这些因素的被植入显

然又使我们回到了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 所有这

些构成所谓“原初‘上下文’”。现在的问题是:这
些时代各异、很难兼容的“景象”被放置于一个中
国的小镇 ( 刘镇) ———“全然陌生的环境”———有
没有一种象征? 其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 当然这

种提问的方式很有点非后现代的味道) 显然余华

并没有告诉我们，作者似乎也不想回答，但我们发

现这各种因素之间却能产生一种奇异的对话和碰

撞，它们之间互为解释，同时又互为颠覆，使我们

对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各种重大问题有了一个新的

思考:在各种看似矛盾混乱事物的背后潜藏着某

种不为我们所理解的东西;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余华通过把这些“异质”性的因素置于刘
镇，显示了作者对这些狂乱时代奇异现象的后现

代式的肆意的嘲讽，作者也在这种“平面化”的场
景中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的快感和乐趣。所
有这些使我们感到小说的后现代文本特征。
但问题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首先的第一问

题是，如何看待小说上下部的某种不平衡? 前半

部的相对严肃使我们在指出小说的后现代特征时

犹豫不决;其次，小说塑造了李光头这样一个带有

后现代气质的人物，在他旁边又有一个现代 /前现
代式的宋钢的形象矗立 ( 其实这也是小说名为

《兄弟》的意图) ，这两个人物在小说的叙述中是
一种什么关系? 这还要回到我们开头说的“景
观”概念才能得到理解，在这样一个看与被看的
“景观”中，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看的冲动和快感以
及被看者由此获得的某种满足中，始终有一个人

是游离在外的，这个人就是宋钢;刘镇上的人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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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头游街、看李光头大张旗鼓地追求林红、看李光
头被揍、看李光头揍别人，不仅李光头表现出豪迈
的气魄，刘镇上的人也在这种“看”当中感受到一
种快感，而忘乎所以———这里有没有鲁迅所探讨
的国民性问题呢? ———但这些在宋钢的眼里，却
感到一种不自在、不安甚至恐惧。由此可以说，宋
钢是外在于这个“景观”的，他既耻于被看，也不
愿看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宋钢最后只能远走他

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流放，是一种对“景
观”情境的无言的反抗。但这不禁又使我们怀
疑，这种反抗有多大的可能? 当我们庆幸宋钢的

出走时，又发现他其实是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景
观”———因为景观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即商业生产
和消费无处不在———当中;他虽离开了刘镇，逃避
了刘镇人的看与被看的荒谬，但他挣脱不了商业

社会的资本的逻辑:为了生存，宋钢只能被迫违心

地充当被看的对象，以自己的身体———男人隆
胸———作为商品让人肆意地嘲讽和评头论足。这
其实是一种悖论，也是在暗示我们，在这种带有后

现代的“景观”社会中，当一切都成为被看的对象
和商品时，任何企图逃离这种被看的企图都是徒

劳的。所以小说的结尾是宋钢在经过了长时间的
自我流放之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刘镇。这种
流放后的回来，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毋宁说是

一种身体的屈服; 而一旦得知自己精神上的依

靠———心爱的妻子———也已投降了这个社会( 林
红和李光头关系的暧昧就意味着这种投降) ，宋

钢的自杀就是必然: 他的自杀并非仅仅是对爱情

不忠的绝望，而毋宁说更是对“景观”社会中个体
存在的质疑和抵抗。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宋钢和他的

父亲宋凡平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潜在的“互文”关
系，小说前半部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写宋凡平，其实

也就是在写宋钢，宋凡平的死亡在预示宋刚的最

后结局。我们从小说前半部对宋凡平的描写，特
别是小说在通过对宋凡平的对照写法中，使我们

感受了叙述者的某种冷静的温情与平和，叙述者

对宋凡平的男人气质的描写也在使我们感动，宋

凡平的死亡更使我们同叙述者一道体验到了某种

留恋和无可奈何之处; 而如果再把宋凡平的经历

和对社会的“抗争”与宋钢做一个比较，这其间作

者所深深表现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个时候，再简单地认定小说所表现出的后现代

特征，无异于是肯定毁灭了宋钢的这个“景观”社
会:小说的叙述背后深深隐藏着作者的忧虑———
亦或这就是一种现时代的隐忧吧: 小说通过描写

宋钢的死其实也就表达了作者的忧虑———作为一
个不愿生活在这种“景观”社会中的人最终只能
被这个社会所埋葬。

三

如果说，小说中被移植了各种异质性因素，造

成了小说中各种因素的对话，这种拼贴给我们一

种后现代的感觉，这些与小说对宋钢与宋凡平的

描写其实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又说明了

什么呢? 如果说前半部主要是以“文革”为背景，
讲述的是宋凡平的故事的话，那么后半部则是以

“后工业时代”为背景，讲述的就主要是李光头的
故事了。宋凡平的故事在其儿子宋钢身上得到延
续，因而小说名为“兄弟”实际上讲的就是两个
人———宋钢和李光头———在不同的时代的命运问
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发现小说的上下
部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 宋钢的故事讲述的是对

事对人的执著和对信念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其父

身上已经显得难以为继; 而李光头的故事却告诉

我们一种滑稽和游戏人生的态度。小说在叙述这
两个类型的人物时的叙述语调也截然不同，叙述

宋氏父子时是内敛的、冷静的和温情的，但在叙述
李光头时却是张扬的、夸张的和嘲讽的;而这其实
也是小说上下部叙述风格的不同。
这种紧张关系也即预示了身处这种不同语境

下人们的困境: 融入其中还是逃离? 但实际情况

却是:无论逃离与否我们都身处其中，逃离的最终

却只能回归;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上下部其实内

在紧张地包含一种对话关系: 这种关系由李光头

和宋钢故事的对立所引发，前后两部因而也就成

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隐喻。如作者自述: “这
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

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
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

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倒、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
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而“连接这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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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 《兄弟( 下) ·后记》) ，
一个是前现代文明( 其实更是一种现代文明) ，一

个后现代文明( 比欧洲的今天更甚) ，但不管是什

么社会什么时代，作为一个真正个体存在的人

( 不管是宋钢还是宋凡平) 却无立足之地。宋钢
选择了逃离，但也只是逃到一个更大的刘镇去;这

注定了要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人们所面临的一种

困境( 在世界将成为一个地球村的今天，逃离更

多的是一种姿态) 。这时，唯一可能的途径或许
只能是两条:要么像小关剪刀一样远走他乡———
永远地自我流放，这在小关剪刀或许是一种幸福，

虽然无颜回家，却有一个很知心的伴侣一同流

浪———虽然这种可能到底有多大还是一个疑问;
或者最明智的就是像“周游”变成了“周不
游”———浪子回头，结束流浪的生活，是投入日常
世俗生活的一种妥协，韩剧在这里倒成了挽救中

国流浪汉的隐喻，是韩剧使周游产生了思乡之情，

但乡关何在? 周游的家乡何在? 小说没有告诉我

们，但这是否也预示着:在这种无家的时代中投向

日常世俗生活就是一种回乡之举，一种精神还乡?

互文性理论视角下的《第七天》

张 彬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时隔七年后，余华终于隆重地端出了新作

《第七天》。和《兄弟》一样，读者对《第七天》的
评价呈两极化趋势，有人吐槽这是余华出道以来

最差的小说，也有人力挺《第七天》是余华的新尝
试和新超越，不负众望。
在众声喧哗之中，一些专业读者的看法较为

心平气和。文学批评家郜元宝认为，《第七天》
“有新的探索但未能有所超越”，“虽有可读性但
总体上显得‘轻’和‘薄’”( 《文汇报》2013 年 6 月
21 日) 。余华研究专家洪治纲则认为《第七天》
“是一部非常有特点、有力度的作品，也是余华试
图突破自我的一次积极尝试”( 《时代周报》2013
年 6 月 27 日) 。

抛开网络上的鼎沸人声不管，仅从文本着眼，

余华的新作《第七天》至少有两点引人注目: 一是
大量采用新闻事件，这已成为《第七天》的一个较
大的争议点; 二是在新作中，不懈进取的“先锋”
余华又完成了怎样的蜕变。显然，大量采用新闻
事件是余华新的艺术尝试，与死亡、苦难和温情等
余华小说标志性的元素相比是前所未有的，这就

难免惹得读者议论纷纷。这一新尝试的艺术效果
究竟如何，还有待论证。第二点涉及《第七天》在
余华整体创作中的地位及其评价问题，这不仅要

求深入解读《第七天》这一新文本，还要将之放入
余华的创作系统中，在对这一系统进行全面的历

时的考察后，才能为其定位。这是一项学术性很
强的工作，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短期内是不可能

完成的。因此，很多读者对《第七天》的发言就显
得随意、简单甚至粗暴。
本文将选取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观照上述两

个问题:一是从《第七天》文本与社会新闻的互文
入手，讨论大量采用新闻事件这一新元素的艺术

效果;二是以采用新闻事件这一艺术手段为纽结

点，讨论《第七天》与《红与黑》等“前文本”的互
文，重点探讨《第七天》与余华“前《第七天》时
代”的创作的互文，观察余华创作上的坚守、新变
及创作路径的走向。

一

总的来看，互文性理论是西方文论从结构主

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时产生的，互文性这个概念

经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孕育、提出和确立，
又由热奈特、米勒、布鲁姆等人进一步阐释和
补充。
在“语言”转向的大趋势下，结构主义文论家

援引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起一套文学研究的

规则系统，将文学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
域中分离出来，使文本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语言

封闭体。出于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质疑，法国后结
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 1966 －
1968 年间先后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
《封闭的文本》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这三篇论
文中首次使用了“互文性”这一新词。“任何文本
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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